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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环境关注度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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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厘清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 2011—2023 年省级面板数据

展开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

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和主粮

食产区更会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 最后,门槛和空间模型揭示

数字经济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 据此,文章提出,应实施差异化数字赋能

策略,以充分释放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贡献,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政策

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关注度;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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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为创新驱动力,深刻变革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与发

展模式,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1] 。 尤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的农业领域,数字经济的渗

透与融合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势能,对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现出了巨大潜力,成为农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已凭借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率先实现了数字经

济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虽面临数字基础设施

薄弱与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挑战,但也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

环境治理、优化政策环境等措施,着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可见,数字经济不仅是

农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载体,更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内源性驱动力量,这为破解农业现代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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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生产力代际更迭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动能。
环境关注度则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导向的直观表征,可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相关词汇词频

占比衡量,反映其对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及政策倾向,核心目标是传递治理信号并引导市场

主体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 与此同时,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十四五”全国

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均明确了推进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

济核心增长极,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广泛应用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智能化与管理服务数据化,为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筑牢基础。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赋能农业高效绿色发展,且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可有效提升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基于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采用 2011—2023
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驱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

理。 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运用熵值法和超效率
 

SBM-GML
 

指数法,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指标体系,基于大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驱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其次,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和主粮食产区邻近区域更可能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
为制定动态化和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提供了精细化的政策依据;最后,采用门槛和空间模型检验,揭示数

字经济
 

“边际效应”
 

递增的非线性溢出效应,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释放其对区域农业绿色发

展的空间贡献能力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衡量农业实现经济与生态协同增效的核心指

标。 它将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分析框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要素优化配置,追求资

源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益的帕累托改进[2] 。 而数字经济以其信息跨时空传播、数据共享与降低交易成本等

优势,为破解 AGTFP 提升所面临的要素约束与空间限制提供了新路径。 本文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非
线性特征与空间溢出 4 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影响 AGTFP 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渗透、产业赋能与流程重构,直接驱动 AGTFP 的提升。 首先,物联网、大数据与智

能农机等数字化基础设施,通过精准监测与动态调控水肥投入,提升了资源集约化水平,优化了农业生产

要素配置效率[3] 。 同时,5G 网络与云计算平台构建的农业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了信息孤岛,促进了土地

与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协同高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
其次,数字产业化凭借技术创新驱动,赋能绿色生产。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

过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直接为农业绿色生产赋能[4] 。 数字技术企业开发的环境监测算法与智能决策模

型,能够精准识别农业生产中的污染源,并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有效减少非期望产出。 此外,区块链技术在

农产品溯源中的应用,增强了绿色认证的可信度和透明度,促进了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市场溢价,进而提升

了期望产出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最后,产业数字化通过驱动产业链重构,实现绿色转型。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的必然结果,其通过重构农业产业链,实现了全环节的绿色转型[5] 。 电子商务平台缩短了产销距离,降
低了流通环节的能源消耗与损耗率,间接减少了非期望产出。 同时,农业数字化转型催生的共享农机服

务等新模式,通过资源复用降低了固定资产投入,显著提高了资本要素的绿色生产率。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1(H1)。
H1:

 

数字经济有助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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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是调控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变量。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强化地方政府的环境关

注度[6] 。 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构建起天空地一体

化的生态环境智能感知网络,使地方政府能够实时、精准地追踪污染源与环境质量的变化,实现从被动响

应到主动预警的监管模式转型,增强了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与前瞻性[7] 。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驱动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将环境绩效深度嵌入地方发展评价体系,倒逼政府将环境治理从边缘议题提升为核心

战略。 此外,公众通过数字平台深度参与监督与决策,形成社会共治压力,可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履行环

境责任的内生动力。
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的强化,会进一步推动 AGTFP 的提升。 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外在驱动力,环

境关注度有助于打破“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实现农业经济与环境双赢等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 。 特别是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不
仅增强了农业生产者的环保意识,还提高了其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化进

程。 同时,地方政府增强环境关注度还会引导政策资源向绿色农业倾斜,进一步激发农业绿色创新的活力,
促进环保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提升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充分发挥环境治理的绿色效应[9] 。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2(H2)。
H2:

 

数字经济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进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三)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农业部门获取数字技术支持的成本显著降低,部门间联动边

际成本持续下降,收益呈现几何式增长;同时,农业与其他产业经济活动边界逐渐模糊,农业部门在提升

自身运作效率的同时,与各类创新主体携手营造全民参与农业创业、全面推动农业创新的良好氛围。 在

此情境下,数字经济受“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及“达维多定律”三大定律驱动,呈现高渗透性、经济

累积增值效应及边际收益递增特性,并在 AGTFP 的提升过程中得以体现,引发其溢出效应在更广阔的区

域内发生动态演变,且会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及农业创业活跃度的增强而愈发显著[10] 。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3(H3)。
H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

(四)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数字经济突破传统地理空间限制,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所在地区,更能够辐射

至邻近地区,促进其 AGTFP 的同步增长[11] 。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开辟

了新路径,使得资本与劳动力等关键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更为高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AGTFP 也得

以显著提升。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外溢性和共享性特质,使得周边地区可迅速吸纳其所带来的

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及市场动态信息,不仅有助于加速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还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 AGTFP。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4(H4)。
H4: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与模型

1.
 

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AGTFP)
借鉴刘慧敏[12]等的做法,利用 SBM 与 GML 模型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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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1,2,…,m;r= 1,2,…,s1;k= 1,2,…,s2

subjecttoX0 =X×λ+S-

Yg
0 =Yg×λ-Sg

Yb
0 =Yb×λ+Sb

S-≥0,Sg≥0,Sb≥0 (2)
其中,P 为决策单元的效率,m 是投入指标个数,s1 是期望产出个数,s2 是非期望产出个数,S-

i 和 X i

分别为投入冗余及投入变量,Sg
r 和 Yg

r 分别为期望产出不足以及期望产出变量,Sb
k 和 Yb

k 则分别为非期望

产出过剩以及非期望产出变量,而
 

λ
 

为权重向量,X0、Yg
0、Yb

0 分别为模型决策单元所对应的实际投入变

量、期望产出变量和非期望产出变量值,X、Yg、Yb 分别为决策单元估计需要的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和

非期望产出变量值,S-、Sg、Sb 分别表示决策单元对应的投入冗余、期望产出不足与非期望产出过剩。
 

用于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为 GML 指数模型,公式如下:

AGTFPGMLt,t+1(xt,yt,bt,xt+1,yt+1,bt+1)=
1+Dt(xt,yt,bt)

1+Dt+1(xt+1,yt+1,bt+1)
×

1+DG(xt,yt,bt)
1+Dt(xt,yt,bt)

1+DG
t (xt+1,yt+1,bt+1)

1+Dt+1(xt+1,yt+1,bt+1)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TE t+1

TE t ×
BPG t+1

t+1

BPG t+1
t

=GEC t+1 ×GTC t+1 (3)

其中,AGTFPGML 表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若该指数大于 1,则表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有所提升;反之,则表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GEC 和 GTC 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t 是年份,x
是投入,y 是期望产出,b 为非期望产出,TE 为综合技术效率,BPG 是全局技术参照集与有效生产前沿面

的距离。 其中,DG(xt,yt,bt)为参照集方向向量,指 x 和生产结构 p(x)沿着距离函数指定产出向量 g =
(gy,gb)方向,可增减生产最大 λ 倍的产出。 该模型中所需要的指标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计算所需指标构成

指标 变量 变量定义

投入要素

劳动力投入 种植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千公顷)

农业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时)

化肥投入 农用化肥投入(万吨)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万吨)

农膜投入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万吨)

灌溉投入 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期望产出
农业总产值 以 2011 年为基准的种植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碳汇 农作物固碳总量(万吨)

非期望产出
农业碳排放 种植业碳排放总量(万吨)

农业面源污染 种植业面源污染排放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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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
借鉴邵莹莹[13]等的研究框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

赋值(见表 2)。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和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定义 属性 权重

数字经济

数字化

基础设施

数字

产业化

产业

数字化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 地区常住人口数 + 0. 031
 

2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地区常住人口数 + 0. 031
 

0

移动电话设施规模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 0. 053
 

3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0. 044
 

6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 / 地区常住人口数 + 0. 110
 

1

移动电话普及率 直接数据 + 0. 007
 

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直接数据 + 0. 158

 

4

信息软件业就业人员占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0. 057

 

6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直接数据 + 0. 040
 

9

电子商务销售额 直接数据 + 0. 201
 

6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直接数据 + 0. 008
 

0

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 0. 088
 

3

科技创新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 0. 167
 

2

3. 中介变量:环境关注度(ER)
借鉴陈诗一[14] 等的做法,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相关词汇词频占比衡量。 通过 Python

 

对
 

2011—2023
 

年 30 个省级行政区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词处理,剔除停顿词后,统计环境保护、污染、减排、
生态和绿色等关键词出现频次,并计算其占全文词频总数的比例。

4. 控制变量
 

借鉴秦天[15]等的研究,设定以下控制变量:以税收收入 /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代理税负水平(TBL);
以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代理产业结构( IS);以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代理对

外开放程度(OPEN);以人均 GDP 的对数代理经济发展水平(EDL);以年末常住人口 /土地面积的比重来

代理人口密度(PD)。

(二)模型设计

由于 Hausman 检验得到的 P 值均小于 0. 05,故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 据此,构建模型(4):
AGTFP i,t

 =α0
 +α1Digi,t

 +α2Controli,t  +Yeari+Ui+ξi,t (4)
其中,AGTFP i,t 为 i

 

地区 t
 

时期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Digi,t 为 i
 

地区 t
 

时期的数字经济水平,α
为待估参数,control 为控制变量,Year 为时间固定效应,Ui 为省份固定效应,ξ 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环境关注度的中介作用,参考江艇[16]的中介效应检验,在模型(4)的基础上构建模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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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i,t =β0 +β1Digi,t+β2Controli,t  +Yeari+Ui+ξi,t (5)

在式(5)中,ER i,t 为中介变量环境关注度。
 

随后,为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否存在非线性动态影响,依据

Wang[17]的做法构建模型(6):

AGTFP i,t
 =

 

ϕ0 +ϕ1Digi,t×I
 

(M≤θ1)+ϕ2Digi,t×I(θ1 <M≤θ2)+L+ϕnDigi,t×I(θn-1 <M≤θn)+ϕn
 

+
 

1Digi,t×

I(M>θn)+ϕcControli,t+Yeari+Ui+ξi,t (6)
在式(6)中,M 为门槛变量,具体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

 

( . )为指示函数;θ 为待估门槛值。 其

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相同。
为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模型(4)的基础

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
 

AGTFP i,t =α0 +ρW×AGTFP i,t+φ1W×Dig+α1Dig+φcW×Controli,t+α2Controli,t+Yeari+Ui+ξi,t (7)
在式(7)中,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 为空间权重矩阵,φ 为空间交互项的系数。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1—2023
 

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AGTFP 390 0. 70 0. 24 0. 26 0. 67 1. 05

数字经济 Dig 390 0. 14 0. 11 0. 02 0. 10 0. 65

环境关注度 ER 390 0. 13 0. 12 0. 01 0. 09 0. 78

税负水平 TBL 390 0. 08 0. 03 0. 04 0. 08 0. 17

产业结构 IS 390 1. 37 0. 75 0. 64 1. 22 5. 23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390 0. 02 0. 02 0. 00 0. 02 0. 10

经济发展水平 EDL 390 4. 74 0. 20 4. 31 4. 72 5. 27

人口密度 PD 390 5. 47 1. 29 2. 08 5. 66 8. 28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针对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开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其中,列 1 表示在

未考虑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0. 516,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列 2 和列 3 是在列 1 的基础上逐步加入了税负水平、产业结构

和对外开放程度等三个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 最后,增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两个变量

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旧显著为正(列
 

4),表明假设 1 通过了验证,并初步确保回归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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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AGTFP AGTFP AGTFP AGTFP

Dig

0. 516∗∗∗ 0. 482∗∗∗ 0. 892∗∗∗ 0. 722∗∗∗

(3. 729) (3. 453) (6. 199) (4. 623)

(-1. 537) (-0. 330) (-5. 022) (2. 210)

TBL
1. 060 1. 519∗∗ 1. 680∗∗∗

(1. 593) (2. 368) (2. 635)

IS
-0. 199∗∗∗ -0. 183∗∗∗

(-6. 122) (-5. 372)

OPEN
-2. 031∗∗∗ -2. 271∗∗∗

(-4. 839) (-5. 313)

EDL
-0. 011

(-0. 044)

PD
0. 575∗∗∗

(2. 845)

_cons
0. 622∗∗∗ 0. 468∗∗∗ 1. 223∗∗∗ -2. 878∗

(13. 050) (4. 349) (7. 096) (-1. 783)

省份 /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90 390 390 390

R2 0. 845 0. 846 0. 867 0. 870

　 　 注:∗
 

p<0. 1,∗∗
 

p<0. 05,
 

∗∗∗
 

p<0. 01。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1. 稳健性检验

(1)改变核心被解释变量的量度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替代非期望产出 SBM 模型与 GML 模型测度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AGTFP)。 在改变被解释变量的量度方法后,数字经济的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如表 5 第 1 列所示),表明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此稳健性检验。
(2)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量度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替换基于熵值法所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对其进行重新赋权。 在改变解释变

量的量度方法后,数字经济的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表 5 第 2 列所示),再次验证了基准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
(3)缩尾处理

表 5 第 3 列的结果表明,对数据进行 1%
 

的缩尾处理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该模型

具有稳健性,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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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剔除直辖市样本

鉴于直辖市所具有的独特行政属性,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人口、地域面积等要素与一般地级

市存在着显著差异。 由此,排除北京、上海、天津及重庆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其结果与基准回归分

析保持了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如表 5 第 4 列所示)。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缩尾处理 剔除直辖市样本

Dig
0. 458∗∗∗ 0. 153∗∗∗ 0. 722∗∗∗ 0. 703∗∗∗

(2. 950) (4. 282) (4. 623) (4. 273)

_cons
-1. 540 -3. 191∗∗ -2. 878∗ -3. 428∗∗

(-0. 887) (-1. 981) (-1. 783) (-2. 5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 /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90 390 390 338

R2 0. 860 0. 869 0. 870 0. 877

　 　 注:∗
 

p<0. 1,
 

∗∗
 

p<0. 05,∗∗∗
 

p<0. 01。

2. 内生性处理

(1)滞后回归

为解决检验结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以及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

着滞后性,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对模型(4)再次进行回归(见表 6 的第 1、
2 列)。 结果表明,无论是解释变量滞后一期(L. Dig),还是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F. AGTFP),回归系数

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假设 1 成立。
(2)工具变量法

借鉴黄群慧[18]等的做法,选取 1984 年我国城市人均固定电话拥有量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且

通过了有效性检验。 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增长显著依赖于通信业务的普及,而区域通信业务的发

展水平对数字经济具有推动作用,且往往通过技术水平、用户习惯等途径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信业务的

历史数据固定不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无关联,能够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因此,以 1984 年城市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乘积对数( lnIV)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展开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分析。 基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 6 中的第 4 列),在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

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内生性检验

(1) (2)
(3)

first

(4)

second

AGTFP F. AGTFP Dig AGTFP

L. Dig
0. 686

 

8∗∗∗

(4. 0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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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1) (2)
(3)

first

(4)

second

AGTFP F. AGTFP Dig AGTFP

Dig
0. 739

 

8∗∗∗ 0. 895∗∗∗

(4. 398
 

7) (3. 52)

lnIV
 
0. 321∗∗∗

(5. 36)

_cons
-2. 947

 

7 -3. 471
 

0∗∗
 

-0. 052∗∗∗ -3. 125∗

(-1. 590
 

1) (-2. 035
 

6) (-2. 81) (-1. 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 /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60 360 390 390

adj.
 

R2 0. 848 0. 855 0. 314 0. 402

　 　 注:∗
 

p<0. 1,∗∗
 

p<0. 05,∗∗∗
 

p<0. 01。

(三)异质性分析

1. 邻近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

我国各区域农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因素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可能导致数

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呈现出空间异质性,有必要将省级样本城市按东部和西部两

大区域进行分类后展开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见表 7 第 1、2 列),处在不同区位,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不够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待加强。 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在推动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可释放的红利远超过西部;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水

平也相对较低,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2. 邻近城市等级异质性分析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3)》,将样本分为一线城市(包括新一线

城市)和其他城市两组,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其近郊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开对比分析(如见

表 7 第 3、4 列所示)。 结果表明,邻近一线城市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说明,紧邻一线城市的区域更具农业绿色发展意识,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基

础和市场优势,也较好地落实了国家绿色发展相关政策。 与之不同,非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其邻

近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有限。 其原因在于,一线城市的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一
方面有助于邻近区域内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会对非一线城市的资源形成“虹吸效

应”,致使强者愈强。
3. 数字经济水平分维度异质性分析

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维度对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由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如表 7 第 5、6、7 列),数字化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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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系数更大,表明数字产业化的转型升级亟待进一步增强;同时,
产业数字化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仅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有限,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尽管数字技术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与提高生产效率,但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制

约,因此,需要加大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力度,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协同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
4. 省级农业粮食水平等级异质性分析

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将样本分为主粮食产区和非主粮食产区进

行差异性分析(结果如表 7 第 8、9 列所示)。 结果表明,主粮食产区与非主粮食产区内的数字经济发展均

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主粮食产区的系数更为显著,表明此类区域通常具

有规模化种植优势,农业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也更为集中,数字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更容易与现有

资源形成适配,通过数据要素配置优化生产决策,从而降低了绿色技术的应用成本。 同时,对于非主粮食

产区来说,土地碎片化程度较高,而作物的种类又多样,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面临适配性门槛,导致其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弱。
表 7　 异质性检验

AGTFP

(1) (2) (3) (4) (5) (6) (7) (8) (9)

临近城市区位 临近城市等级 数字经济维度 临近城市农业属性

东部 西部
一线

城市

非一

线城市

数字化基

础设施

数字

产业化

产业

数字化

主粮食

产区

非主粮

食产区

Dig
0. 613∗∗∗ 2. 426∗∗ 0. 840∗∗∗ 0. 574∗ 0. 085∗∗∗ 0. 081∗∗∗ 0. 036∗∗ 1. 268∗∗∗ 0. 627∗∗∗

(2. 784) (2. 446) (3. 336) (1. 723) (4. 239) (3. 631) (2. 187) (2. 890) (3. 775)

_cons
-3. 901∗∗ 6. 079∗ 2. 847 -9. 336∗∗∗ -3. 099∗ -3. 515∗∗ -5. 371∗∗∗ 2. 857 -4. 128∗∗∗

(-2. 029) (1. 771) (1. 278) (-3. 013) (-1. 916) (-2. 175) (-3. 260) (0. 491) (-2. 9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47 143 169 221 390 390 390 130 260

R2 0. 870 0. 879 0. 833 0. 909 0. 869 0. 867 0. 864 0. 851 0. 891

系数差异 p 值 0. 039 0. 048 0. 021

　 　 注:∗
 

p<0. 1,
 

∗∗
 

p<0. 05,∗∗∗
 

p<0. 01。

(四)机制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数字经济(Dig)对环境关注度(ER)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见表 8 中的第 2 列),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会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环境关注度。 环境关注度(ER)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见表 8 中的第 3 列)。 在引入中介变量环境关注度之

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0. 534,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较未引入中介变量时的系数有所下降。 这一

结果证实了环境关注度在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由此,假
设 2(H2)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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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机制检验

(1) (2) (1)

AGTFP ER AGTFP

Dig
0. 722∗∗∗ 0. 598∗∗∗ 0. 534∗∗∗

(4. 623) (4. 860) (3. 217)

ER
0. 326∗∗

(2. 154)

TBL
1. 680∗∗∗ -0. 029 1. 672∗∗∗

(2. 635) (-0. 057) (2. 618)

IS
-0. 183∗∗∗ 0. 035 -0. 178∗∗∗

(-5. 372) (1. 307) (-5. 129)

OPEN
-2. 271∗∗∗ -0. 352 -2. 258∗∗∗

(-5. 313) (-1. 047) (-5. 286)

EDL
-0. 011 -0. 205 -0. 087

(-0. 044) (-1. 089) (-0. 352)

PD
0. 575∗∗∗ -0. 574∗∗∗ 0. 592∗∗∗

(2. 845) (-3. 610) (2. 913)

_cons
-2. 878∗ 4. 900∗∗∗ -3. 012∗

(-1. 783) (3. 857) (-1. 856)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N 390 390 390

R2 0. 870 0. 691 0. 875

　 　 注:∗
 

p<0. 1,∗∗
 

p<0. 05,∗∗∗
 

p<0. 01。

(五)门槛效应检验

为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的门槛值
 

LR
 

图中(见图 1),似然函数最低点的对应值即为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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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的 L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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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可知,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仅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其门槛值为 9. 295
 

3。 当数字经济的发

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回归系数为 0. 94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当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

时,其回归系数为 1. 113,且依旧在 1%的水平显著,表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的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由此,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表 9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数 门槛值 F 值 P 值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95%的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 9. 295
 

3 51. 52 0. 000
 

0 21. 897
 

57 25. 231
 

3 35. 373
 

1 (9. 171
 

8,9. 320
 

4)

(1)

AGTFP

Dig∗
 

I(Digit≤θ) 0. 944∗∗∗

(0. 261)

Dig∗
 

I(Digit>θ) 1. 113∗∗∗

(0. 256)

_cons -6. 659∗∗∗

(1. 614)

控制变量 Yes

N 390

R2 0. 714

　 　 注:∗
 

p<0. 1,
 

∗∗
 

p<0. 05,∗∗∗
 

p<0. 01。

(六)空间溢出效应

为检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见表 10),第一,空间自回归系数(Spatial-rho)为 0. 381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证实了特定地区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 第二,数字经济变量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0. 557 且在

1%水平显著,表明在控制空间效应后,数字经济仍是促进本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驱动力。

第三,数字经济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同样显著为正,揭示出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邻近

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为进一步精确刻画空间效应的构成,本文基于偏微分方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结

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0. 623,间接效应系数高达 1. 217,二者均

在 1%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产生的

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影响更为强劲。 综上,假设 4 得到充分验证。
表 10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Dig
0. 557∗∗∗

(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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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Dig
0. 623∗

(0. 306)

Spatial-rho
0. 381∗∗∗

(0. 067)

控制变量 Yes

省份固定 Yes

直接效应
0. 623∗∗∗

(0. 164)

溢出效应
1. 217∗∗∗

(0. 464)

总效应
1. 840∗∗∗

(0. 501)

Log-L 398. 417

N 390

R2 0. 005

　 　 注:∗
 

p<0. 1,∗∗
 

p<0. 05,∗∗∗
 

p<0. 01。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 2011—2023 年省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水平,运用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及其内在机制。 主要结论有: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环境关注度在其中发挥着显著的

中介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第二,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西部地区、非一线城市

和非粮食主产区,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和主粮食产区内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更显著地促进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 其中,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水平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发挥了

更为显著的作用,而产业数字化水平所发挥的积极效应还不显著,尚有提升空间。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的

溢出效应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能够

促进周边邻近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动更广泛区域的农业绿色发展。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数字经济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东部地区应着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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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西部地区应将建设重点放在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上,降低技术应用门槛;主粮食产区则应聚

焦规模化、集约化的数字农业应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第二,构建环境关注的长效制度转化机制。 建议将环境关注度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其

出台绿色发展专项基金与数字技术环保应用标准等具体举措。 同时,建立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以

增强数字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第三,破解农业数字化的主体与场景瓶颈。
 

针对小农主体,应加强数字技能培训与普惠性补贴,提升

其采纳意愿与应用能力。 同时,应拓展农产品溯源与农机共享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提高农业全产业链的

数字化水平。

第四,优化与协同数字经济支持政策。 依据数字经济发展的门槛特征,对已跨门槛的地区强化技术

创新支持;对未跨门槛的地区优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其跨越发展门槛。 政策资源应适度向非主粮

食产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以更大范围释放数字红利,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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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clarif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China
 

spanning
 

2011
 

to
 

2023.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rthermore,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s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strengthening
 

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first-tier
 

cities,
 

and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benefit
 

mor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leading
 

to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inally,
 

threshold
 

and
 

spatial
 

models
 

unveil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exhibits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
 

“marginal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digital
 

empowerment
 

strategies
 

to
 

fully
 

unleash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s
 

to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roviding
 

policy
 

references
 

for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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